城市蔓延的界定及其测度问题探讨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蔓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不容回避的问题。要正确认识城市蔓延问题及其严重程度，就必须先在基础层面上解决城市蔓延的界定及测度问题。本文将城市蔓延理解为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构建了测度城市蔓延的蔓延指数，并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为案例，对有关城市的空间蔓延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

    【关键词】城市蔓延；城市空间增长；长江三角洲

    1  引言

    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而且这一进程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方典型的城市化过程不同，中国当前的快速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在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也同时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急剧增长。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城市蔓延问题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当前在国内学术界乃至西方主流的学术界，对城市蔓延的界定和测度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对于城市蔓延问题，首先必须理清其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蔓延指数进行测度，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和对策，才能更为有效地应对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演化问题。
    2  城市蔓延的内涵界定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学者们对“城市蔓延”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历史背景上看，城市蔓延讨论的形成和壮大与美国的郊区化过程及其所引发的严峻问题息息相关。1950年代之后，美国大城市近郊的小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引发城市空间蔓延问题。在实践的推动下，美国学术界对城市蔓延的研究也日益高涨。“蔓延”一词最早由德雷珀（Draper）1937年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规划师会议上使用，指的是一种缺乏美感和不经济的居住模式[1]；“城市蔓延”一词最早被社会学家怀特（Whyte）在1958年的《财富》杂志上的开篇所使用，用以指代城市郊区飞地式开发的现象[2]，戈特曼（Gottmann）认为城市蔓延指的是大都市边缘持续不断地扩张，并认为大都市边缘总有一个带状的土地区域处于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中[3]。从中不难看出，早期的“城市蔓延”是个中性的词汇，概念内涵上类似于当今的“城市空间扩展”一词。
    从1960年代开始，随着郊区化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以及新区域主义、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等思潮的兴起，城市蔓延一词被公众和学者广泛引用和批判，用来指代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的、不经济、不可持续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虽然城市蔓延日益广泛地出现在研究文献、政府报告和日常讨论中，但是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并且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关注城市蔓延的视角也有所区别。城市规划学者关注的是城市蔓延对城市土地利用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例如伯切尔（Burchell）等认为蔓延包括8个方面特征：低密度的土地开发；空间分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扩展形态：带状商业开发：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土地开发：牺牲城市中心而进行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就业岗位的分散；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的消失[4]。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城市蔓延背后的市场机理，以及如何用市场手段来纠正城市蔓延的倾向。例如布吕克纳（Brueckner）把城市蔓延看作是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认为城市蔓延是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而市场失灵的来源主要有3种：由于开敞空间社会价值所导致的失灵，由于高速公路拥堵的社会成本所导致的失灵和由于新开发的基础设施的威本造成的失灵[5]。

    应该说，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分别揭示了城市蔓延的内容。综合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视角，我们就可以较为全面地界定城市蔓延的概念内涵。从本质上看，城市蔓延是一种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形式，也就是超过一定界限（通常指城市化速度，也就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城市空间增长模式。其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低密度、条状或带状、分散、蛙跳式开发等特征，也就是“非紧凑开发”[6]的特征。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比较全面地揭示城市蔓延的本质特征和内涵，同时也使该定义具有了可操作性，便于在实践中对城市蔓延进行测度。
    3  对城市蔓延的测度

    在明确了城市蔓延的定义后，就可以讨论城市蔓延的测度了。和城市蔓延界定一样，学术界对于城市蔓延测度也存在较大争议。总体而言，城市蔓延测度可以分为单指标和多指标两种方法[7]。

    3.1  单指标测度法

    单指标测度比较常用的指标是建成区人口密度（等价于人均消费城市化用地量）、居住密度、就业密度和城市化用地增量。富尔顿（Fulton）等以城市人口增长和土地消耗增长的比率为标准衡量城市蔓延的态势，选用人口密度作为具体评价指标，以美国28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较为深入地研究了1982-1997年间的城市蔓延态势[8]。洛佩斯（Lopez）等人认为“密度”对于测度城市蔓延至关重要，并且居住密度比就业密度更能代表城市蔓延的特点。基于居住密度分布指标，他们构建了蔓延指数（sprawl index，简称SI），其计算方法为：SIi=[（Si-Di）4-1]×50。其中，SIi为i城市的蔓延指数，Si为i城市高密度地块（人口密度超过7800人/km2）人口的比重，Di为i城市低密度地块（人口密度在500～7800人/km2）人口的比重。计算的结果在0～100之间，城市蔓延指数值越大，城市蔓延的程度越高[9]。此外，也有学者用就业密度来测度城市蔓延，卡恩（Kahn）采用距离城市中央商务区（CBD）10英里外的就业岗位占整个城市就业岗位份额作为测度蔓延程度的指数”[10]。除了密度及其相关指标之外，有学者还采用城市化用地增量来测度城市蔓延。例如，科朗克维茨（Kolankiewicz）和贝克（Beck）采用城市化用地增量指标，通过计算城市人口及人均土地消费量的变化对城市蔓延的贡献度，来考察美国100个最大的城市化地区的城市蔓延情况[11]。

    3.2  多指标测度法

    具有代表性的多指标方法有：加尔斯特（Galster）等人认为蔓延包括密度、联系性、集中度、集聚、向心性，多中心程度、混合土地利用和接近性8个维度，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要以这8个指标来度量城市蔓延程度，这些指标的得分越低，表示蔓延的程度越高[12]；哈斯（Hasse）提出用12项指标来衡量城市增长的特征，进而比较城市蔓延程度。这12项指标包括：（1）人口密度；（2）建设用地不连续蛙跳开发程度：（3）土地利用隔离情况；（4）区域规划不一致性；（5）沿高速公路条状发展情况；（6）新道路基础设施无效率程度；（7）替代运输工具不可达性；（8）社区节点的不可达性；（9）重要土地资源损失；（10）敏感的开放空间受侵蚀程度；（11）单位面积不通水表面的增加；（12）城市增长轨迹[12]。山脉俱乐部（Sierra Club）采用4项量化指标将美国都市区的蔓延情况进行了排序，包括：（1）从市区迁移到郊区的人口（2）用地和人口增长的比较；（3）交通时间花费；（4）开放空间的减少[14]。以尤因（Ewing）为代表的美国精明增长联盟（smart Growth America）采用4个因子来建立综合蔓延指数：（1）居住密度；（2）居住，就业和服务的混合程度；（3）中心区的活力；（4）城市路网可达性[15]。在国内，蒋芳等以北京市1996-2004年的城市扩展作为研究案例，提出可以从城市扩展形态、扩展效率和外部影响等3个方面来判识城市蔓延现象，并提出基于地理空间指标体系的城市蔓延测度方法，主要由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等方面的13项指标组成[16]。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城市蔓延的测度逐渐由单指标发展到多指标[17]，特别是GI和遥感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应用多指标方法测度城市蔓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萨顿（Sutton）认为传统的测度方法有两个局限性：其一是城市范围不精确；其二是城市人口是总人口的非线性变量，而RS技术不受行政边界限制，并且能够更准确界定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进而能够得出更有用的结论[18]。

    实际上，城市蔓延测度指标和方法的不同，主要是由对城市蔓延概念理解的差异造成的。如果从空间形态的角度将城市蔓延理解为特定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那么通常要求建立一个多指标体系来测度不同维度的城市蔓延状况；相反，如果从发生机理的角度将城市蔓延理解为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形式，那么测度城市蔓延通常会采用与密度有关的单一指标即城市“蔓延指数”（SI）来测定。我们认为，虽然多指标方法测度有助于解释城市蔓延的多样性特征，但同时也会相应弱化对城市蔓延本质特征的挖掘，因而采用单指标方法即构建蔓延指数来测度城市蔓延。
    3.3  蔓延指数（SI）的设计

    如前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蔓延的测度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的本质源自对城市蔓延概念界定的争议。我们认为，城市蔓延是过度的、低效的城市空间增长，那么，城市蔓延测度问题的关键就是确定一个正常的城市空间增长的标准。
    假设基期城市空间范围S0为基期人口数P0与基期人均消耗的城市土地面积L0的乘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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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发生增长。我们认为，城市增长主要包括3个维度的内容，即人口增长，经济（收入）增长和空间增长。从式（1）中不难看出，假设人均消耗城市土地面积不变，那么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城市空间的增长。不过，由于经济（收入）的增长，居民对住房的有效需求也随之增长，从而拉动人均消耗土地面积的正常增长，即L=f（y）。我们把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城市空间增长定义为刚性的城市空间增长，把正常的人均消耗城市土地面积所引致的城市空间增长定义为改善型的城市空间增长，并认为这二者都属于正常的城市空间增长。如果在[0，t]时期内城市空间增长大于上述两类正常的城市空间增长，那么我们就认为该城市发生了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即城市蔓延。假设蔓延式增长部分的城市土地面积为Sm，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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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Sm为蔓延式增长的面积，ΔP、ΔL′为[0，t]时期城市人口增长数量和正常的人均消耗土地面积增长数量。式（2）减去式（1），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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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中，Sp和Sy分别表示由于人口和经济（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正常的城市空间增长，Pt为t时期的城市人口数。于是，可以得到蔓延指数S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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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城市蔓延的界定以及上述的推理过程，基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我们假设城市建成区与人口规模是增长的，即Δs和ΔP均大于零，于是有SI≤1，并且SI的值代表多（少）消耗的土地面积占 [0,t]时期建成区面积增量的比重；当SI为正，说明该城市产生了蔓延式增长，即发生城市以更加分散的形式增长，并且SI值越大，额外消耗的土地面积越大，蔓延程度越高；当SI为负，说明该城市（区域）没有发生城市蔓延，即城市以更加集约的方式增长，并且SI值越小，土地集约利用的程度越高。
    4  长江三角洲城市蔓延状况的实证测度
    我们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计算1997-2007年这10年间（这也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城市空间增长十分快速的时期）各城市的蔓延情况。由于没有准确的建成区常住人口数据，本研究中假设城市为非农人口聚集地，因而以非农人口代替。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也暂不考虑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增长，即假设Sy=0，于是蔓延指数SI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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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各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均有所增长，也就是说，在此期间长江三角洲所有城市都发生了城市空间增长。不过，不同城市的建成区增长情况差异较大，绍兴、宁波、杭州、南京的建成区面积增长2倍以上，苏州、无锡、台州、上海也增长了1倍以上，而南通和舟山几乎没有增长。相对于差异较大的建成区面积增长率而言，此期间各城市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率差异相对较小。绍兴市增长最快，10年间增长了94.44%，而南通市增长最慢，10年间仅增长了19.47%。

    建成区面积的增长意味着城市空间的增长，但是城市空间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城市蔓延。城市是否形成蔓延，还取决于建成区面积增长与非农业人口增长的对比情况（图1）：在1997-2007年，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台州这13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高于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增长率，我们可以认为，以上13个城市发生了城市蔓延；相反，南通、扬州、舟山3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率要低于非农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这3个城市没有发生城市蔓延，而是处于一种常规的、紧凑的增长。
    根据式（5）计算出1997-2007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蔓延指数情况，进一步印证了以上的结论（图2）。在此期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6个城市中，SI为正即产生城市蔓延的城市共有13个，分别为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台州，而SI值为负也就是未产生城市蔓延的城市共有3个，分别为南通、扬州、舟山，由此可见长三角的城市蔓延状况还是较为普遍的，并且特大城市的城市蔓延程度相对更为严重。其中，上海和宁波的城市蔓延程度排在前两位，SI的值均为0.76以上，也就是说，按照1997年的人均消耗建成区面积的标准，这两个城市2007年比1997年增加的建成区中有3/4以上的面积是过度增长的；除了上海和宁波之外，SI值超过0.5的城市还有南京、杭州、苏州、绍兴、台州和镇江，这些城市在1997-2007年增加的建成区面积中有一半以上是过度增长的。在未发生城市蔓延的城市中，南通和舟山SI值均在-4以下，也就是说，按照1997年的人均消耗建成区面积的标准，2007年南通和舟山少消耗的建成区面积相当于同期实际增加的建成区面积的4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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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中是以非农业人口数据代替建成区的实际人口，计算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例如某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建成区实际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非农人口增长速度，那么以非农人口代替建成区人口来测度城市蔓延，该城市的蔓延指数就会偏高，也就是蔓延状况会被高估；相反，那些建成区实际人口增长速度低于非农人口增长速度的城市，其城市蔓延状况会被低估。因此，存在着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外来常住人口较多的城市，其城市蔓延指数被高估的情况；也存在着镇江、南通、舟山等外来常住人口较少的城市，其城市蔓延指数被低估的情况。此外，虽然在1997-2007年长三角区域中的不少城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扩大了城区的范围，但是因为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城市空间与人口是同步调整的，所以行政区划调整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无多大影响。
    5  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本质上看，城市蔓延是一种过度的、低效的城市空间增长。在空间形态上，城市蔓延可以表现为低密度、条状或带状、分散、蛙跳式开发等不同的土地开发模式；在空间增长的效益上，其综合效益远远低于其实际投入成本。
    第二，基于将城市蔓延理解为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的认识，我们可以构建出用来测度城市蔓延程度的一种简便有效的工具——城市蔓延指数SI，即城市空间增长偏离正常增长的程度。

    第三，运用本文建立的城市蔓延指数SI对长江三角洲城市进行实际测度，结果发现在1997-2007年的10年间该区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城市蔓延问题，也就是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城市都以更加分散的形态来实现城市空间增长，并且相对而言，城市蔓延问题在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特大城市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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